
第 78 卷 第 1 期 2025 年 1 月
Vol. 78

 

No. 1
 

Jan. 2025. 005-020

DOI:10. 14086 / j. cnki. xwycbpl. 2025. 01. 001

消失的“受害者” :
难民新闻图像的全球生产机制及其传播网络

周　 莉　 于子晴

摘要:作为重大事件的叙事载体,新闻图像在推动国际议题的全球传播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 针对全球危机的直接后果———难民议题,对 198 个国家的 474786 张难民图像进行视

觉框架提取、人物情感识别和传播网络分析后发现:全球难民新闻图像的视觉呈现具有符

号偏离、情感对立与叙事矛盾等特点,这种视觉话语冲突受到经济、政治、宗教文化等语境

因素的影响;全球媒体在难民图像共享上呈现较强的联动效应,形成显著的圈层结构和媒

体群落。 由此,国际议题自身属性为图像生产的场景化提供了条件,国家内部语境因素是

其图像生产策略的主要线索,国际权力则是构建全球视觉传播生态的底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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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地区冲突、流行病、自然灾害等危机事件往往迅速引发世界媒体的关

注,甚至有研究者指出,重大突发新闻的跨国传播使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没有外国新闻的时代[1] 。 在

此过程中,图像往往比文本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 新闻图像凭借其强大的叙事功能和突破语言障

碍的先天优势,在危机事件的全球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反过来对事件的解决产生深远影响。
前期研究发现:媒体发布的令人不安的战争图像可能使观看者增加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风险,并
促使公众支持反恐战争[2-3] ;而当媒体报道具有过度威胁性的流行病图像时,会加剧公众的恐惧和焦

虑,进而导致人们对疾病起源地民族的歧视和偏见[4] ;在自然灾害报道中,媒体大幅呈现具有威胁、
恐惧、脆弱性象征的极端天气图像,反而会导致受众对气候沟通的脱离和否认[5] 。 图像传播使新闻

媒体具有了超乎以往的教化力量,重塑文化生产、参与和抵抗的本质,全球视角下的新闻图像传播,
正影响全人类对国际议题的认知和参与全球危机治理的意图。

作为战争、疾病、灾难等危机事件的直接后果,难民议题的新闻报道往往承载着各国政治话语的

博弈,难民视觉呈现更成为解读全球危机和考察国际政治传播的切入口。 遗憾的是,前期研究并未

对此话题进行充分的关注。 一方面,目前对难民议题的研究集中于单个或几个国家之间的话语考

察,且多以事件为导向,缺乏全球化的比较视角和国际视野的关照。 另一方面,受到话语材料的限

制,以文本分析为主的难民形象研究仍较为平面,且缺乏对传播过程的系统考察。 基于此,本研究采

集 2017—2021 年间 198 个国家的 474786 条含有图像的难民新闻数据,以此考察全球媒体的难民视

觉呈现。 同时,本文将对影响媒体呈现的多方因素加以分析,并进一步构建了全球难民图像的传播

网络,从而考察全球难民图像的生产机制及传播机制。 以全球化视角研究难民议题的图像传播,可
以洞悉国际媒体更深层次的运作规律以及当前国际传播的隐性控制网络,以期对国际议题报道的



“巴别塔效应”进行解释,从而更准确把握全球危机治理中新闻报道的影响,促进危机中的有效沟通

和共同体建构。

二、文献综述

(一)视觉框架与图像情感

在图像研究中,视觉框架与图像情感是常用的理论工具。 视觉框架是一种符号化的视觉认知系

统,强调借助视觉方式来限定符号思维的意义方向、重设符号意义的生成语境,其目的就是对特定话

语的视觉化建构与展示[6] 。 目前的视觉框架研究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风格框架,它
指示了图像是如何被描绘的,比如摄像机的拍摄位置,以及框架中描绘的人的动作和姿势;第二个层

次是框架的外延层次,在这个层次中,可以通过审查视觉作品中描绘的不同主题符号来识别视觉框

架;第三个层面是内涵层面,它不仅指视觉作品中描绘的人和物,还指与之相关的思想或概念;第四

个层面代表了视觉框架的意识形态依附,反映了现实视觉描绘背后的理念和权力关系[7] 。 视觉框架

为媒体的视觉文化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也因此被频繁使用于难民新闻图像研究中。
各国媒体以发布新闻图像这一直观且快速的方式构建全球的难民形象,影响着“我们”对于难民

这一陌生而又遥远的身份的想象。 例如在对欧洲难民危机的报道研究中发现,“人类利益” 和“得

失”框架的人道主义权利是 CNN 的视觉中心焦点,与之相比,德国媒体《明镜》的视觉框架侧重于“法

律与控制”和欧洲居民的“仇外”情绪[8] 。 德国作为西欧最大的难民接收国,其媒体对这场危机采取

了更偏颇的处理方式,即通过更多地将难民视为西方文化和社会的负担或威胁,影响当地公众舆论,
并使某些反移民措施合法化[9] 。 类似的,澳大利亚头版报纸通过呈现“船只” 框架和“庞大难民群

体”的新闻图像,将难民描绘成对国家主权和安全问题带来“威胁”的信号[10] 。 在英国也发生相同情

况,具有政治立场不同的《卫报》 《电讯报》和《独立报》 ,都统一将难民描述成“强壮的入侵者”形象,
这表明意识形态并未对难民的呈现产生重大变化,难民作为“威胁者” 的集体想象可能已成为主

流[11] 。 与此同时,在对国际难民署出版物的视觉研究中发现,国际难民署在过去 60 年里重新塑造了

难民的形象———从英雄般的政治人物到无名的贫困妇女和儿童,致力于构建受害者、种族化和女性

化的难民形象[12] 。 还有研究表明,美国各州的新闻机构常发布与政治利益框架相关的难民图像,而
当难民被应用于政治议题时,其视觉图像会激发人们的消极态度[13] 。

新闻图像既有证据价值,也有情感价值。 如果说视觉框架为图像提供了内容证据,那么图像中

的人物情感就为“记忆、悲伤、创伤和同情”作出了巨大贡献[14] 。 来自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图像

中悲伤的面部表情比快乐或中性的表情能使受众产生更明显的反应[15] 。 通过视觉信息,媒体不仅

使受众感受到遥远的痛苦,同时也使他们在面临每一个痛苦实例时形成相应的感受、思考和行动的

特定倾向[16] 。 情绪化图像尤其是悲伤图像的反复出现,会对公众的集体记忆产生长期的影响。 如

在科索沃难民图像研究中,受众表示“永远无法摆脱所有哭泣的孩子和老人” ,悲伤人物表情图像具

有强大的情感渗透力[17] 。 由此,视觉框架与图像情感共同作为全球难民图像的生产机制,影响着人

们对难民问题的认知思考和行动意图。 无论是“威胁论”或“受害者论” ,上述各国媒体对难民图像

的差异化生产表明,全球受众在各国媒体精心布局的视觉框架中,形成对难民的不同想象。 在分散、
割裂甚至矛盾的难民视觉研究中,我们难以把握全球难民图像的总体视觉呈现和各国媒体差异化生

产的内在联系。 由此,全球视角下媒体如何生产难民新闻图像,其难民新闻图像的视觉呈现有何特

点,这些是当下图像生产与视觉传播课题中值得思考的研究问题。
(二)国际议题报道的制约因素

关于国际议题报道的影响因素,前期研究主要沿两个方向展开:一是以事件为导向,集中于事件

的情节性环境,另一个是驱动国际新闻报道的语境因素[18] 。 前者多用于单一国家对不同事件报道

差异的考察中,如在对美国的全球灾难新闻报道研究中发现,灾难严重程度是媒体报道比例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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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媒体报道更多基于灾难本身属性,强调事件本身的新闻价值回归[19-20] 。 而以语境为导向的新

闻报道研究侧重于潜在的影响因素,强调对人口特征、地理接近性、国家宗教文化等因素的考察。 如

在对美国与日本的国际新闻报道研究中发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领土面积、GDP、国防预算、人口密

度、世界贸易份额、新闻自由指数、科学出版物数量和互联网使用[21-22] 等国家属性,会影响媒体对国

际议题报道的内容选择和信息呈现。 后续研究在此基础上补充了国家稳定性、国家地缘、宗教多样

性指标,并发现在国际新闻报道中,美国更倾向于选择与其宗教亲和力高、地缘紧密且社会稳定性弱

的国家进行相关报道[23] 。
在以往对难民议题的研究中,学者们多以事件为导向加以考察,例如在越南战争后对美国难民

新闻研究发现,美国以“人道主义”为核心报道越南难民及越南事物,以重建其越南战争后的仁慈形

象[24] 。 再如以土耳其难民艾伦·库尔迪的标志性照片作为切入口,比较德国与美国难民新闻视觉

框架的差异性[8] 。 以事件为导向的难民议题研究虽然在事件情景中剖析较为深入,但其往往局限于

事件本身,未能体现对国际议题的宏观考察。 而以语境为导向的研究路径更能体现建构主义的思维

方式,在突破事件情景的基础上探索制约国际议题报道的本质逻辑。 基于此,本文以语境为导向考

察全球难民议题报道的制约因素,从底层逻辑出发,考察全球媒体的难民图像生产如何受到政治、经
济、文化等语境因素的影响。

(三)国际议题的全球化传播

世界体系理论将国家划分为三个互动区———核心区、半外围区和外围区[25] ,许多传播研究者指

出国际新闻的全球传播也符合这一体系划分,即占据主导地位的核心西方国家决定国际信息的流通

方向,而大多数外围国家处于被忽视的边缘地带[26-27] 。 国际议题的全球传播研究,集中于考察一个

国家在外国新闻报道中的显著性,或考察一个国家的新闻媒体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设置外国媒体的议

程。[28] 在对全球报纸的研究中发现,美国仍然是最受关注的国家,其次是英国、法国、俄罗斯和中

国[29] ,且这种不平等在世界各地的电视频道[30] 和互联网中也有类似的表现[31-32] 。 也有学者提出疑

问,他们发现在全球社交媒体上的非新闻机构参与者的信息流通,并不像新闻媒体一样符合核心等

级结构,非新闻机构参与者对信息流的平等结构做出了一定的贡献[33] 。 由此国际新闻的全球传播

问题一直存在一些“争论” ,而此“争论”是关于媒体产品的全球流动是某种形式的统治还是仅仅是

严格意义上的单向输出[34] 。 后结构主义学者认为,有一股逆流正从边缘到中心以及“地缘文化市

场”之中流动;媒体文化产品流动具有多向性,而“中间—边缘”的互动实际上复杂得多,其流动也会

朝着两个相反方向渗透和变异[35] 。 近年也有研究提出,全球国家间的新闻流通有一系列复杂的中

介关系,源自旧时代的简单“西方主导”推论可能需要重新思考和更新[36] 。
在国际议题的全球传播中,网络分析法较多被应用于考察国家间的媒体信息互动。 如对全球媒

体在 16 个国际议题中的传播网络分析发现,具有经济影响力和人口规模较大的国家占据了全球传

播网络的中心,其在报道国际政治议题时可以设定世界新闻议程;较小的国家虽然无法设定国际政

治议程,但有潜力决定外部世界如何描述本国故事[37] 。 类似的,在考察全球新闻媒体信息来源的网

络分析中发现,国际新闻流通的结构已不像过去那样等级森严;在网络中,一些区域性媒体中心已在

非洲、亚洲等崛起,核心国家的新兴媒体在制定世界新闻议程方面并不一定比(半)外围国家的媒体

更具影响力,全球媒体生态在过去十年中已经发生改变[38] 。 总体而言,对国际议题的全球传播研究

大都基于文本材料,缺乏对全球视觉材料传播的考察。 然而,图像能够超越国家和语言的边界,将复

杂的社会问题简化成视觉框架[39] 。 视觉产品流动更具多向性和复杂性,国际议题的视觉传播是否

会解构以西方为核心的传播网络推论? 为了考察当下国际议题的视觉传播结构及其深层次规律,本
文拟对全球难民议题视觉材料的传播网络进行分析,并探索难民新闻图像在全球媒体的传播网络中

如何被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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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获取

本研究的新闻及图像数据采集于谷歌云 GDELT 中的 Visual
 

Knowledge
 

Graph( VGKG) 数据库。
谷歌云 GDELT 大数据每天监控来自全球新闻媒体的 50 万到 100 万张原始图像,通过复杂的深度学

习神经网络算法,为每一张新闻图像及其报道生成结构化数据,并存储至 VGKG 数据库。 VGKG 数

据库提供了丰富的新闻图像数据以及新闻文章信息,包括描述其图像内容的符号标签、图像中人物

的面部情感、新闻文章的情感语气、新闻文章的主题、新闻文章的地理关键词、报道日期、新闻与图像

网址等。 本研究将使用该数据库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五年间,带有“难民( REF-
UGEES) ”主题的图像及其所属新闻进行采集,经过数据清洗与筛查,总共获取来自 198 个国家的

474786 张图像及其所属新闻。

表 1　 本研究采集新闻图像的主要特征数据类型说明表

数据类型 数据说明

报道日期 新闻及图像发布的年、月、日

新闻媒体 新闻及图像的媒体来源

新闻媒体所属国家 新闻图像媒体来源的所属国家

图像符号标签
一组描述图像内容的符号标签,主要记录图像中的人物和活动;如

“水面 \救生衣 \船员 \船艇 \防护设备 \运动 \天空 \日落 \海葵 \海滩 \地平线 \波浪”

图像人物面部情感 图像中人物的面部表情,分为快乐、悲伤、愤怒、惊讶四类

图像对应的新闻文本情感
通过分别计算文章词汇的情感,得出整个新闻文本的平均情感态度,

积极情感得分为正数,消极情感得分为负数

　 　

(二)数据分析

1. 图像表达特征

(1)视觉框架提取方法。 VGKG 数据库为每一张新闻图像提供了一组描述其内容的符号标签,
主要以文本形式记录图像中出现的人物形象、活动场所和具体活动事宜。 从文本中提取主题是自然

语言处理的一个常见任务,主题提取需要从文本中自动发现主题,而这些主题主要通过文本中的关

键词来表示。 本文对图像的符号标签进行 LDA 主题提取,以此确立描绘图像的主题,形成该图像的

视觉框架。 主题数根据比较择优选定,通过机器学习和模型训练,最终确定了 7 个难民新闻图像主

题,并在对主题内容的总结概括下形成相应视觉框架。 见表 2。

表 2　
 

LAD 主题提取与视觉框架构建

视觉框架类型 主题内容概括 图像符号标签 总计数量

人物特写
图像中出现对难民和其他人物的面部特写,且
以人物形象、面部表情描述为主

摄影、人、微笑、肖像、手、额头、手
势、手指、表现、设备

63709

军队组织
强调与难民危机相关的军事力量,图像中主要

出现与军队相关的符号要素

军队、制服、军官、组织、士兵、旗

帜、警察、陆军、部队、人群
38093

城市建筑
强调描绘城市中的房屋建筑,图像主要描述位

置场所,往往不包含人物和活动等符号要素

楼房、建筑、城市、立面、区域、房

屋、汽车、窗、地产、街道
58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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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视觉框架类型 主题内容概括 图像符号标签 总计数量

水面船只 以水面上出现的船只为主要符号
水、船只、海洋、现象、景观、天空、
地质、船舰、旅行、娱乐

46988

艺术广告
新闻报道中插入的商业广告图像,此类图像以

宣传商业价值为主

艺术、字体、蓝色、摄影、广告、画、
视觉、狗、插图、时尚

52420

官方发言
以演讲或新闻发布会为主的官方发言,一般作

为政府、领导人、宗教领袖发言的新闻配图

官方、演讲、公众、商人、发言人、
发言、商务、演讲者、西装、工人

135554

美好家园 主要描绘人们休闲娱乐的美好生活
社区、人群、乐趣、儿童、树木、休

闲、适应、植物、旅行、娱乐
79580

　 　
(2)图像人物情感。 对于图像中人物情感的测量,本文选用上述 VGKG 数据库中的图像人物面

部表情数据,即将图像中可辨认的人物表情分为快乐、悲伤、愤怒、惊讶四类。 在 474786 张图像中,
存在人物表情的图像共 76329 张。

2. 制约因素测量

结合前文所述,学者们在研究国际新闻报道与其决定因素时,对国家属性层面的因素选择各有

不同,但主要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加以考量。 本文选用政治稳定性、经济发展和宗教多样

性衡量不同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属性,考察这些语境因素对媒体难民视觉呈现的影响。
(1)政治稳定性。 本文从全球治理指标( WGI)项目中收集了所需国家 5 年( 2017—2021 年)内

的政治稳定指数,取各国 5 年内政治稳定指数的平均数。 根据样本值分布,将样本平均分为三段,即
将样本国家划分为政治不稳定、政治较稳定和政治稳定的三类。

(2)经济发展。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排序的最新分类,将全球国家经济发展划分为

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3)宗教多样性。 皮尤研究中心提供了各国宗教多样性指数得分,取各国 5 年内宗教多样性指

数的平均值。 根据样本值分布,将样本平均分为三段,将样本国家分为宗教高度集中、宗教较为集中

和宗教较为多样三类。
3. 传播网络构建

(1)媒体间的图像共享网络。 VGKG 数据库在处理每张新闻图像时,会使用反向图像搜索功能

查找网络中的其他重复图像,并记录其新闻地址及媒体来源。 基于此,我们可以通过统计媒体间的

图像重复频率,考察全球媒体的图像共享网络。 本文使用 VGKG 数据库统计 5 年( 2017—2021 年)
内全球媒体在难民新闻图像共享中与其他媒体的连接次数。 最终通过 Gephi 将 2665 家媒体和 8423
条“边”构成的共享网络可视化,并对媒体进行聚类。

(2)国家间的图像共享网络。 本文进一步追溯全球媒体的所属国家,以考察国家间的视觉传播

网络。 最终通过 Gephi 将 125 个国家和 692 条“边”构成的传播网络可视化。

四、研究发现

(一)全球难民新闻的视觉呈现

1. 符号:镜头记录与难民身份偏离

本研究对图像中出现频率前十的人物符号和事件符号标签进行统计发现,目前全球难民新闻的

图像报道整体呈现出人物官方化、活动娱乐化特征,见图 1。 从图像中的人物符号来看,出现频率最

高的并非难民形象,而是军人。 这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战争是导致难民产生的主要原因,二是难

民在流离失所中又受到各国的军事管制,造成全球媒体在难民议题报道中的人物形象偏离。 就其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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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呈现而言,全球媒体将更多出镜空间留给“发言人” “演讲者” “专家” “白领” “演说家” 等官方形

象,使得难民新闻图像的人物形象逐渐官方化。 从描述图像事件的符号标签来看,“旅游” “娱乐”
“休闲”成为最常出现的一类活动。 休闲娱乐活动可能用于描绘非难民身份的他者生活或一部分难

民的生活状态,但此类泛娱乐化的图像叙事与流离失所的难民身份相互矛盾,进一步加剧了镜头记

录与难民身份之间的偏离程度。

图 1　 难民图像的符号频率分布

2. 情感:人物表情与文本情感对立

在图像情感层面,存在人物表情的图像共 76329 张,而在这些图像中 85%的人物表情为快乐,悲
伤表情仅占全部图像的 5. 8%;在新闻文本层面,474786 条新闻中呈现积极新闻情感的仅有 23. 4%,
而消极情感的难民新闻高达 74. 1%,见表 3。 进一步研究人物表情及其所属文本情感的关系发现,
“快乐”人物表情所对应的新闻文本情感却向消极情绪倾斜( 71. 9%) 。 总体而言,新闻文本呈现消

极情感,而图像人物传递快乐情绪,两种传播形态之间的情感状态存在偏差。 通过对人物情感为“快

乐”的图像进行细读后发现,“发言人讲话”这类图像出现较为频繁。 由于这类图像一般来源于媒体

发布会或官方现场,因此具有较为清晰的面部表情,且发言人在官方场合往往面带微笑,最终导致了

难民新闻图像中以积极情感为基调的局面。 然而,这种产生偏差的情感基调可能会降低难民新闻本

可以产生的人道主义效果,因为痛苦中的身体图像是我们了解战争、酷刑和其他产生痛苦的活动的

主要媒介,具有强大情感力量的悲伤镜头对触发观众的移情情感反应及行动意愿至关重要[40] 。

表 3　 难民图像人物表情及其所属文本情感的交叉分类表

　 　 　 　 文本情感

人物表情　 　 　 　
消极语气 中性语气 积极语气 合计

悲伤 4011
 

(89. 6%) 69(1. 5%) 398
 

(8. 9%) 4478
 

(100%)

愤怒 1640
 

(88. 2%) 30(1. 6%) 190
 

(10. 2%) 1860
 

(100%)

惊讶 4147
 

(84. 6%) 101
 

(2. 1%) 651
 

(13. 3%) 4899
 

(100%)

快乐 46790
 

(71. 9%) 1697
 

(2. 6%) 16605
 

(25. 5%) 65092
 

(100%)

合计 56588
 

(74. 1%) 1897
 

(2. 5%) 17844
 

(23. 4%) 76329
 

(100%)

　 　
3. 叙事:“理想生活”与“危险信号”并存

以每 6 个月为时间节点,统计 5 年内各个视觉框架下新闻图像的数量占比发现,从整体上看,官
方发言、人物特写和军队组织框架在报道数量上呈下降趋势,以美好家园、水面船只、艺术广告为框

架的图像报道日渐突出,只有城市建筑框架总体报道较为平稳。 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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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难民视觉框架占比的变化趋势

在过往研究中,水面船只框架下的视觉图像更多被视作对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威胁,通过对船只

的可视化将大规模寻求庇护者塑造成非人化的匿名群众[10] 。 在本研究中,“船只” “海洋”等图像符

号大量出现,“水面船只”一跃成为难民议题中的主要视觉框架,船成为难民图像中最主要的交通工

具。 然而,以船为交通工具的庇护申请者实际很少,在澳大利亚 96%至 99%的庇护申请者是乘飞机

抵达的[41] 。 在欧洲国家的统计中,抵达船只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非正常移民” ,大多数人持有有效

签证或只是继续申请庇护,如在意大利,仅 15%的“非正常移民”通过海上抵达[42] 。 尽管如此,全球

媒体为何热衷于选用船只可视化难民? 在 20 世纪 50 年代,难民被视作与压迫对抗的英雄人物,而
自从 1960 年非洲和亚洲的非殖民化开始,难民的普遍形象从英勇的个人转变为了逃离贫困、暴力和

战争的大规模群体[12] 。 媒体和政府更多地用“难民潮”这一方式描述难民危机,自此,难民不再是具

有鲜明性格的个人,而被描述成“洪水、潮汐、波浪” 。 船与被视作“潮汐”的难民更为贴近,难民乘船

而来的视觉符号,象征着洪水般“自然灾难”的涌入,隐喻着国家将被危险“淹没” [43] 。 同时,海岸线

具有更明确的边境指向,水面船只框架以一种“势不可挡的浪潮”形式描述跨境难民,这会增加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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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焦虑和风险感知并引起大规模的道德恐慌,加剧公众对边境防控和社会安全的担忧[44] 。 面

部特征清晰的难民人物特写图像减少,“危险信号”裹挟着不可辨认的匿名群众乘船而来,这样的视

觉叙事淡化了受众对寻求庇护者的同情心,并发展为恐惧和抵触心理。
另一方面,全球媒体通过增加美好家园框架,表达对难民妥善安置的愿景。 通过上述视觉框架

的内容概括可知,美好家园框架通过展现社区、儿童、适应、娱乐等符号标签,描绘了一幅幸福安定的

图景,这在难民议题中可能象征着一种“理想生活”意象。 由此,媒体一边设置更多的水面船只框架

强化寻求庇护者的身份威胁,一边又加大对美好家园框架的呈现力度,展现其人道主义援助精神,最
终构建了“理想”与“危险”并存的矛盾局面。

综上,图像符号的偏离、情感的对立与叙事的矛盾,都体现了全球媒体在难民议题中的话语冲

突。 冲突的视觉话语直接导致了人格化的难民形象逐渐淡出媒体的镜头记录。 在图像符号层面,
“官方人物”和“娱乐事件”与难民身份偏离;在图像情感层面,消极新闻语气对应的快乐人物表情使

难民情感失真;在图像叙事层面,日渐增多的美好家园、水面船只框架将难民群体化,缺少人物特写

的、不可辨认身份的难民,最终被媒体去人格化。
(二)全球难民图像报道的制约因素

1. 国家经济

从视觉框架在不同经济发展国家的分布上来看,军队组织框架的报道占比随着国家经济等级的

降低而增加,水面船只框架则随着国家经济等级的提升而提升,见表 4。 第一,当代紧急情况较多发

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而暴力和战争在紧急情况发生中具有重要的催化作用,进一步破坏经

济活动并助长难民危机[45] 。 这表明,经济发展较差的国家更有可能在发生军事管制活动时影响当

地难民,导致媒体的难民图像存在更多军事化呈现。 第二,如上述所言,水面船只框架象征着难民如

“洪水”般涌入,即随着国家经济等级的提升,该国家对难民的态度更为消极。 这一点与难民署年度

报告相互佐证,即大多数寻求庇护者和难民都被收容在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收容了

世界上 84%的难民,约 1450 万人,其中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庇护的比例越来越大,占全球总数的 28%
(490 万难民) 。[46]

表 4　 国家经济与难民视觉框架的交互分类表

城市建筑 官方发言 艺术广告 美好家园 军队组织 人物特写 水面船只 总计

发达国家
38959

(12. 6%)
85528

(27. 6%)
33420

(10. 8%)
53133

(17. 2%)
23843

(7. 7%)
43572

(14. 1%)
31183

(10. 1%)
309638

(100%)

发展中国家
18555

(11. 8%)
47519

(30. 3%)
18277

(11. 7%)
24663

(15. 7%)
13504

(8. 6%)
19117

(12. 2%)
14996

(9. 6%)
156631

(100%)

不发达国家
780

(10. 7%)
2116

(29. 1%)
613

(8. 4%)
1562

(21. 5%)
665

(9. 1%)
854

(11. 7%)
683

(9. 4%)
7273

(100%)

　 　 注:卡方检验卡方值为:χ2 = 1105. 571,p = 0. 000

从国家经济与难民新闻图像中出现的人物表情来看,随着国家经济等级的降低,其图像中出现

悲伤表情的占比逐步增高,且快乐表情的占比逐步减少,见图 3。 如上文所述,经济等级越低的国家,
其难民遗留、收容的数量也越大,媒体则更容易捕捉流离失所者的真实生活状态。 同时,由于经济不

发达的国家亟须解决难民安置问题,媒体更倾向于呈现能引发全球同情的悲伤人物表情。 而经济发

达的国家在处理难民问题时压力较小,国家媒体在难民新闻报道中更多地呈现快乐的人物表情,以
此展现其对难民的妥善安置成果,以维护其在国际上的人道主义援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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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经济状况国家的难民图像人物情感占比

注:卡方检验卡方值为:χ2 = 98. 815,p = 0. 000

2. 宗教多样性

从国家的宗教多样性方面来看,宗教越集中的国家,其官方发言框架占比越高,见表 5。 对图像

细读后发现,受到宗教场域的影响,媒体在难民议题中可能会掺杂与宗教领袖发言相关的新闻图像,
导致其官方发言框架占比较高。 如在伊斯兰教高度集中的土耳其,由宗教团体赞助的土耳其媒体从

一开始就根植于宗教世界[47] ,其难民图像中官方发言框架占比达 38. 7%,其中包含大量宗教领袖发

言的图像。 由此,在宗教越集中的国家,其媒体内容生态更容易受到宗教场域的影响,这不仅体现于

难民议题,亦会在更广泛的国际议题中影响视觉框架构建。

表 5　 国家宗教多样性与难民视觉框架的交互分类表

城市建筑 官方发言 艺术广告 社区娱乐 军队组织 人物特写 水面船只 总计

宗教高度集中
19975

(12. 3%)
52743

(32. 4%)
15670

(9. 6%)
25301

(15. 6%)
12897

(7. 9%)
19771

(12. 2%)
16203

(10. 0%)
162560

(100%)

宗教较为集中
19190

(12. 2%)
42366

(26. 8%)
17667

(11. 2%)
28503

(18. 1%)
12818

(8. 1%)
22281

(14. 1%)
15052

(9. 5%)
157877

(100%)

宗教较为多样
19277

(12. 5%)
40445

(26. 2%)
19083

(12. 4%)
25776

(16. 7%)
12378

(8. 0%)
21657

(14. 0%)
15733

(10. 2%)
154349

(100%)

　 　 注:卡方检验卡方值为:χ2 = 2495. 086,p = 0. 000

在宗教多样性较高的国家,媒体在难民新闻图像中对人物的快乐情感呈现占比最高,悲伤情感

呈现比例较少,见图 4。 对数据进行统计发现,在近 5 年产生难民最多的 15 个国家中,11 个国家的

宗教高度集中或较为集中,仅有 4 个国家的宗教较为多样。 也就是说,宗教较为多样的国家,其难民

问题相对较少,而宗教较为集中或高度集中的国家往往面临更严重的难民危机。 由此导致其图像人

物情感的差异化呈现。

图 4　 不同宗教多样性国家的难民图像人物情感占比

注:卡方检验卡方值为:χ2 = 116. 057,p =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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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治稳定性

总体而言,政治稳定性高的国家在难民议题呈现出更显著的人道主义援助精神,政治不稳定国

家在视觉框架使用上更偏向强调难民的“危机” ,见表 6。 政治稳定性高的国家使用更多人物特写框

架以唤醒受众对难民的同情心理,较少使用军队组织、水面船只等引起受众恐慌的视觉框架,总体的

图像呈现更倾向于鼓励受众接受难民并参与难民治理。 相反,政治不稳定国家将更多篇幅留给了军

队组织、水面船只和官方发言,较少使用人物特写和美好家园框架。 这些国家将难民构建成外来的

“威胁”而不是值得同情的“受害者” ,强调军事活动管制和官方权威而不是妥善安置难民的理想期

待,总体难民议题呈现是从“危机”视角展开。

表 6　 国家政治稳定性与难民视觉框架的卡方检验交叉表

城市建筑 官方发言 艺术广告 社区娱乐 军队组织 人物特写 水面船只 总计

政治不稳定
20544

(11. 7%)
55497

(31. 5%)
19269

(10. 9%)
27922

(15. 8%)
14893

(8. 4%)
20591

(11. 7%)
17627

(10. 0%)
176343

(100%)

政治较为稳定
19276

(12. 4%)
38837

(25. 1%)
17698

(11. 4%)
28668

(18. 5%)
12824

(8. 3%)
21840

(14. 1%)
15850

(10. 2%)
154993

(100%)

政治稳定性高
18622

(13. 0%)
41220

(28. 7%)
15453

(10. 8%)
22990

(16. 0%)
10376

(7. 2%)
21278

(14. 8%)
13511

(9. 4%)
143450

(100%)

　 　 注:卡方检验卡方值为:χ2 = 2634. 168,p = 0. 000

从国家政治稳定性与媒体图像中呈现的人物情感来看,政治越不稳定的国家,其难民图像的悲

伤人物情感占比越高,快乐人物情感占比越低,见图 5。 如国家政治极不稳定的叙利亚、阿富汗、伊拉

克等国,战乱导致它们成为最大的难民起源国。 政治极度动荡的国家常年伴随战争,难民危机更容

易爆发在政治不稳定的国家。 一方面悲伤人物情感是这些国家流离失所者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
媒体迫于国内的危机形势,通过呈现更多的可辨认的悲伤人物表情,试图让全球公民和政治家更多

地看到他们的苦难,以此帮助或缓解本国的难民压力。

图 5　 不同政治稳定性国家的难民图像人物情感占比

注:卡方检验卡方值为:χ2 = 229. 002,p = 0. 000

无论从视觉呈现特征,还是从其影响因素,难民新闻的视觉生产都是一个充满政治和文化隐喻

的复杂议题。 由于不同国家媒体在讨论难民议题时面临的不同语境,其在难民议题的视觉框架和图

像人物情感上均出现了不同偏向,这些偏向与其所在国对难民的态度及其所采取的难民政策息息相

关。 我们也发现,虽然难民新闻具有确定的负面性,但难民的视觉呈现却并非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
其不仅包含了多种形象,而且在难民身份建构上也出现了多种表征,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表征还具

有不同的情绪指向。 视觉呈现的丰富性反而消解了原本清晰的难民形象,难民从一个个真实地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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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的个体泛化为被拯救的群体、国际人道主义的装饰或是各国国际政策出台的依据。 视觉因其更

具冲击力的呈现方式和更为开放的阐释空间,往往具有比文字更具说服力的传播效果。
(三)难民新闻图像的全球共享

全球 2665 所媒体构成的难民图像共享网络呈现出很强的聚类性,并形成了“核心输出-次核心

共享-边缘化游离”的全球传播结构,见图 6。 本文进一步统计被共享和共享频率前 10 名的媒体后

发现,核心圈层的媒体构成大多来源于各国的头部媒体,这些媒体的视觉内容将输出至全球范围内。
越南和希腊的部分媒体虽然在视觉内容上被共享频率较高,但并未进入核心圈层,这说明它们的视

觉内容很可能仅集中于其媒体群落内被频繁共享,而并未受到全球媒体的广泛传播。 通过德国和越

南为代表的媒体聚群可以看出,次核心圈层的媒体群落内部形成了较为紧密的国家纽带,即该圈层

中的媒体更倾向于在内部共享新闻内容。 由此,全球媒体对难民新闻图像的呈现并非孤立、封闭的,
媒体在难民议题中具有很强的联动效应。 然而,这种联动效应是紧密围绕核心层媒体展开的,虽然

次核心圈层在核心层的基础上形成了较为独立的媒体共享群落,但全球仍有大量媒体处于游离

状态。

图 6　 全球媒体间的难民图像共享网络

注:此图只保留媒体间超过 1000 次以上的连接

进一步追溯图像共享的媒体后发现,美国、德国、俄罗斯、英国和越南媒体在近五年来成为全球

难民新闻图像共享的重要节点,甚至以压倒性优势统治着全球难民图像的传播,见图 7。 越南因

1955 年的“越南战争”产生了超过 150 万难民,至今仍有超过 30 万越南籍难民等待安置。 越南对难

民议题的关注一方面由其历史遗留问题造成,另一方面也与美国多年来以越南难民为例重建其人道

主义形象相关[24] 。 从难民的接收程度来看,美国和德国是近年较大的难民庇护国,俄罗斯联邦近年

则是呈严厉的拒绝庇护态度。 这些难民图像被最大化全球共享的国家确实在近年里对难民议题关

注颇多。 但与难民议题更息息相关的国家,如叙利亚、阿富汗、南苏丹等近年全球最大的难民输出国

和哥伦比亚、刚果共和国、乌干达等最大难民接收国,却均未在全球难民新闻共享中形成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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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甚至处于边缘游离化的困境之中。

图 7　 全球国家间的难民图像共享网络

注:此图的只保留国家间超过 500 次以上的连接

由此,全球传播网络的构建受到国际议题本身和国家权力两个向度的共同影响。 一方面,本文

的全球传播网络构建与难民议题的属性相关,如越南媒体对难民议题的关注,其视觉内容虽然集中

于次核心圈层的群落内传播,但其仍在全球传播网络中占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以西方国家为核心

的传播圈层在本文的全球网络构建中仍有体现,这本质上是受到国际权力的支配。 正如前期研究的

结论,“美国仍然是最受关注的国家,其次是英国、法国、俄罗斯” ,本文基于难民议题的视觉传播网络

也符合这一特点。 因此,国际议题为信息流通赋予了具体的传播情景,它是构建全球传播网络的浮

动因素,越南的“异军突起”就是受到这种浮动因素的影响。 而国家权力则是构建全球传播网络的本

质逻辑,西方国家对叙利亚、哥伦比亚等难民大国的话语挤压,实际上是国际传播秩序和国家影响力

的复刻。 对比前期大量相关研究,以上并非仅限于难民议题,在广泛的国际议题中能够掌握传播节

点的仍是具有影响的国家。
从全球整体的图像共享来看,目前国际议题视觉传播的不平衡结构导致处于不同传播圈层的国

家出现信息断层现象,全球共享的视觉材料被核心圈层国家所垄断,进而造成国际议题的偏离和失

焦。 处于传播核心的少数国家统治着全球难民新闻图像共享,作为全球化共同治理的难民议题还并

未形成均衡、有效的沟通格局。 本文对难民议题中共享最多的图像进行解读,本意在于探讨全球媒

体倾向于何种方式呈现难民。 但细读后发现其图像很少直接刻画难民形象或呈现难民危机本身,图
像内容更多展现的是核心圈层国家对难民问题的探讨,即这场难民危机由“谁”造成? “谁”需要对

这场难民危机负责? 从难民议题到所有国际议题,都可能在断层式的传播圈层和垄断化的传播结构

中,逐渐失去其议题内容焦点,成为具有话语权国家的利益斗争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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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本文运用主题提取技术对全球难民新闻图像进行视觉框架分类,以考察难民图像的全球化视觉

呈现特征,并从政治、经济、文化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探讨了图像呈现的制约因素。 在此基础上,本
文进一步可视化了难民图像的国际传播网络,以考察图像的全球共享及其国际传播结构,实现了对

全球难民新闻图像的视觉呈现特征、制约因素和国际传播规律的全方位考察。
第一,难民形象在全球视觉的冲突话语呈现中逐渐被去人格化,且“可辨认的”难民极少被媒体

镜头记录,最终导致在难民新闻图像中出现了“消失的受害者”这一矛盾局面。 当下的难民视觉图景

是否能促进全球的难民问题治理? 这一存疑点值得思考。 尽管媒体对人类苦难的过度报道可能会

使人们变得麻木和冷漠,导致人类悲剧成为商业利益的一部分[48] ,但“理想的受害者”图像更容易培

养全球的集体同情心,即悲伤且正在经历苦难的受害者被人们视作“更好的” 受害者[17] 。 由此,在
“受害者”形象的难民报道中寻求平衡是促进危机治理的关键,但就目前的“理想受害者”图像数量

来看,有情感力量的难民新闻图像仅占总数的 0. 9%。 “受害者”形象的稀缺表明目前的全球难民视

觉图景仍不理想。 从视觉呈现来看,全球媒体并不关注难民真实的生命体验,而是从国际问题的宏

观视角将难民表征为危险信号或是人道主义的援助对象,这种国际新闻报道中的常规操作实际上使

难民形象反而成为不可见的视觉符号。
第二,本文再次验证了国际传播中的“语境建构” 。 随着电子媒介时代的来临,梅洛维茨指出不

同空间分离的情境开始出现融合[49] ,随后学界提出“语境坍塌”这一概念。 互联网融合了受众的多

重情景,网络公众在多对多的互动方式中面临着空间分离的“语境坍塌”现象[50] 。 然而,传播语境逐

渐坍塌导致的受众扁平化,可能为我们营造了全球信息流通的错觉。 本研究发现,即使是超越语言

限制的图像模态,其国际议题的全球传播仍然受到“语境构建”的深刻影响。 从全球媒体视觉呈现的

语境因素考察中可知,媒体对视觉框架的使用受到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影响,其国际传播

的视觉呈现是多种语境场域共同构建的结果。 虽然难民议题的苦难性质显而易见,但各国在选择视

觉框架和图片情感时并未就此达成共识,视觉表征的丰富性打开了受众的视觉阐释空间,而这也是

造成难民成为“消失的受害者”的重要原因。
第三,国际议题的传播网络呈现“双向建构”模式。 目前全球场域存在“双重结构” ,包括以霸权

国家为主的“国际社会”运用其国际规范分配利益并“自上而下”地提供等级秩序,以及作为全球化

和现代性扩张而成的“世界社会” 因全球层面的频繁互动和相互依赖,“自下而上” 地形成平等秩

序[51] 。 受到议题属性的浮动因素与国际权力的本质因素影响,国际议题的全球传播网络也在这两

个向度中被持续重构。 难民的议题属性是基于人类主体的共同观念,其关乎全球化的治理问题,在
传播网络“自下而上”的构建向度上发挥作用;西方国家因其长期拥有相对集中的权威中心,以其国

家影响力和国际权力“自上而下”的构建国际传播网络。 尽管有学者提出非西方文化可能凭借全球

化发展取代霸权国家的影响力[52] ,但从目前的国际议题传播网络来看,西方国家仍处于传播网络的

核心圈层,国家权力仍然是构建国际议题传播网络的本质因素。
对难民图像的视觉框架与语境因素研究揭示了国际议题中图像生产与传播的内在机制。 国际

议题的图像生产与传播由三方共同构建:国际议题自身属性为图像生产的场景化提供了条件,国家

内部语境因素是其图像生产策略的主要线索,国际权力仍是构建全球视觉传播生态的底层逻辑。 因

此,国际议题的图像构建具有场景化特点,也因各国语境的不同而呈现出异质化的向外扩散,但最终

在全球视野中又因西方主流“思想霸权”的引导而走向一致。 仍需强调的是,这种由国际控制权而带

来的一致性并非完全没有缝隙,虽然目前的全球视觉传播依然存在垄断式结构,但各国之间对于国

际议题的视觉呈现有显著差异,只是在扩散至全球议程的过程中被逐渐消解。 从这个角度上说,非
西方国家之间若以一种“实用性、理性和民族性” [53] 的视觉话语构成共享模式,那么在话语积累与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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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中抵抗西方的主流框架,形成更为多样的全球视觉生态图景并非绝无可能,而多样的话语形态将

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确认“受害者” 的真实境遇,并进一步促进人类在面对共同危机时有效达成

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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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ppearing
 

“Victims” :
Global

 

Production
 

Mechanisms
 

of
 

Refugee
 

News
 

Images
 

and
 

Its
 

Communication
 

Networks

Zhou
 

Li,Yu
 

Ziqing(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As
 

the
 

narrative
 

carrier
 

of
 

major
 

events,news
 

imag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global
 

commun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issues. Aiming
 

at
 

the
 

refugee
 

issue,which
 

is
 

the
 

direct
 

consequence
 

of
 

the
 

global
 

crisis,the
 

visual
 

frame
 

extraction,character
 

emotion
 

recognition
 

and
 

communication
 

network
 

analy-
sis

 

of
 

474786
 

refugee
 

images
 

from
 

198
 

countries
 

shows
 

that
 

the
 

visual
 

presentation
 

of
 

global
 

refugee
 

news
 

im-
ages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ymbol
 

deviation,emotional
 

opposition
 

and
 

narrative
 

contradiction. This
 

visual
 

discourse
 

conflict
 

is
 

affected
 

by
 

contextual
 

factors
 

such
 

as
 

national
 

economy,politics,religion
 

and
 

culture;the
 

global
 

media
 

presents
 

refugee
 

image
 

sharing
 

on
 

the
 

strong
 

linkage
 

effect
 

has
 

formed
 

a
 

significant
 

circle
 

struc-
ture

 

and
 

media
 

community. As
 

a
 

result,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issues
 

provides
 

the
 

conditions
 

for
 

the
 

scene-based
 

image
 

production. The
 

contextual
 

factors
 

within
 

a
 

country
 

are
 

the
 

main
 

clues
 

to
 

its
 

image
 

produc-
tion

 

strategy,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wer
 

is
 

the
 

underlying
 

logic
 

for
 

building
 

a
 

global
 

visual
 

communication
 

ecology.
Key

 

words:refugee
 

news
 

images;international
 

issues;global
 

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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